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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其思维方式与西医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轨道。在西医日益强势的今天，中医

学却遇到了“发展瓶颈”，或者说中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患了病”，由此还出现了诸多的“并发症”。所以对中医学而言，如何

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今天更为迫切。 

中医学之本是中国哲学  

重新梳理和挖掘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中的哲学思想进而找到中医药学新的增长点，应是在新时代发展中医药学题中应有之义。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治病必求于本”，这是中医学施治的指导思想。“求于本”就是求于阴阳，而阴阳是一对“有

名无实”的存在，所以中医学的施治理念其实是一种哲学诉求，具备“终极反思”的特征。如果把“求于本”这个指导思想推演开

来考察整个中医学自身，那么，我们要诊治中医学发展过程中本身出现的“病”，也应该想到“求于本”这个指导思想。这个

“本”是什么呢？显然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中国哲学。表面上看起来研习中医学不专注于“医”而研究中国哲学是在走

一条弯路，殊不知，这才是真正解决中医目前窘境的必由之路，甚至可以说是“捷径”——当土壤肥沃、空气适宜、施肥浇水得当

时，我们种下的那粒种子才会正常而不是畸形地成长。  

儒、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基本定型的两汉时期已然形成，而中医学体系的成熟（《内

经》和《伤寒论》的出现）也恰在此时。这不是巧合，而是经过“百家争鸣”之后历史选择的必然。所以，重新梳理和挖掘儒家经

典和道家经典中的哲学思想进而找到中医药学新的增长点，应是在新时代发展中医药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主要是指古代哲学尤其

是儒、道两家思想中的认知方式、价值体系、评判标准等深层次的思维运作等方面的问题。  

中医的“学”与“术”  

“技术”在中、西医学中的内涵也是有差异的。中医学的“技术”固然也需要工具，但更侧重于与医者本身的能力、素养、眼

界等主体人格相关的操作方式和施治方法。  

当前往往把“学”、“术”并称，但“学”和“术”是不同的两方面。“学”是“术”的理论支撑和根基，“术”则是“学”

的具体操作方式和外在展现。作为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在古代并不是“学”，而是“术”。此一点与西医并无差

异。但西医作为一种“术”，其“学”（即理论基础）显然是现代意义上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科学。事实上，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

德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物理学、逻辑学和形上学（即哲学）等较为细致的分科，而逻辑学又是现代科学产生必不可少的理论基

础；可是中国直到近代也没有从哲学中衍生出堪当大任的逻辑学科。当然，此种阐述并非全然指向传统文化的缺陷，因为科学技术

本身就是“双刃剑”，西方流传的“芝诺悖论”中“阿基里斯永远赶不上前面跑的乌龟”则早已揭示出形式逻辑推衍中所存在的漏

洞——单纯的线性思维一旦遇到无限性的动态立体时空便显现出其缺失。  

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逻辑学，但却拥有超强的医者、医术和其他技术，同时也出现过逻辑学的萌芽：名噪一时的

墨家学派（包括后期墨家）和公输班（即鲁班）可谓春秋时期先进技术的代表；后期墨家和名家学派的“名实之辨”及“白马非

马”、“离坚白”等问题和命题已具备逻辑学的雏形。可以设想，如果二者的结合再加上统治者的真正支持，古代中国在很早就可

以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但从传统文化格局基本定型时期的汉代以降，“学而优则仕”、“君子不器”等观念因得到政治的

实际支持而大行其道，技术已逐渐沦落为“奇技淫巧”；“名实之辨”及“白马非马”等也被视为偏离“大道”的“诡辩论”而沦

为末流。所以古代医者于世俗中的地位相当低，即如我们现在经常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的发明者也不例外。因此，古代很多具

体的操作技术因缺乏理论家的积极关注和深刻总结从而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科学的理论体系（此需要逻辑学的发展与支撑），但却

一直与经学密切相关。经学的核心，即古代哲学已实际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  

“技术”在中、西医学中的内涵也是有差异的。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在解决人类自身生计而面对自然时很早就出现

了主、客二元化的对立。以此为基础，他们对自然（包括人自身）作对象化的研究时无论向外还是向内的探讨，逐渐形成以工具为

依托采用层层分析的方式。由此，工具的改进和逻辑学的发展便成为必然——此时的“技术”便自然而然地向客观工具研发的角度

倾斜，而如何运用工具和主体自身反倒是次要的。此一点及于医学便同样表现为对工具的过分依赖，即如马克思曾经断言的人的

“异化”，即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甚至病人的肌体也被当作“机器”来对待。而中医学所谓的“技术”显然与此不同，其固然也需

要工具，但这里的“技术”更侧重于与医者本身的能力、素养、眼界等主体人格相关的操作方式和施治方法——其对主体的凸显与

西医迥异。所以，同样是“技术”，中、西医学中却存在指向的不同。西医常说“先进的技术”，而中医只有“高超的技术”。这

显然是科学与哲学不同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差异。那么，在中医治疗中出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和“医者意也”就成为自然而然



的事情。  

中医学的逻辑特色  

将来并非是西医“吃掉”以哲学运思方式为特征的中医，而是西医越发展，中医也就会越繁荣——关键在于体现出其特色。  

众所周知，西医乃至西方科学技术在逻辑上走的是一条反复归纳和演绎的路子。此一点中医学也不例外，只是两者归纳和演绎

在含义上有较大差异。中医学的归纳和演绎与其说是归纳和演绎，毋宁说是一种哲学上的提炼和在哲学指导下的应用，因为中间缺

失了逻辑学这个环节。中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处于中国古代哲学而非现代科学的直接关照之下。所以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标

准去衡量中医，无异于削足适履。从总体上看，老子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极度抽象的“道”就是归纳；孔子一方面说“朝闻道，夕

死可矣”、“志于道”，另一方面又“罕言性与天道”，他把对“道”的体悟转换成朴素的言语来告知世人应该如何去做才算“践

道”，其实是在“道”的指导下的演绎；《周易》既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通过阴阳两个符号及不同的排列方式使“道”得以朗

显，同时又有安身立命的原则给大到国家、小到具体人生以指导。所以，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是通过老子的归纳、孔子

的演绎和《周易》的既归纳又演绎在总体上以哲学方式而非逻辑学方式体现出来的。三者区别在于：易、老为中医学提供的是“土

壤”，孔子儒家提供的是“空气”，后世所做是“施肥浇水”。  

《易经》出现在殷末周初甚至更早（可推至伏羲时代）。阴阳并举的方式和极度抽象浓缩的符号表达使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源头活水”，孔子讲“易”并被“立于一尊”以后才被视为儒家经典。春秋时期，老子开创的道家学派，孔子开创儒家学派，

儒、道两派就是“阴阳”的理论展现：道家崇阴，儒家崇阳；道家崇静，儒家崇动；道家崇柔，儒家崇刚；道家尚消极出世，儒家

尚积极入世。正是凭借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一柔一刚、一出世一入世的圆融特征，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阴阳

相济、刚柔并重、动静皆宜的圆融的动态平衡思想，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指导着中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当前，科学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以人为本”是其应有之义。但这里的“科学”不应理解为“科学主义”，而应该理解为

“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人为本”已内在要求不能把人单纯视为机器。尤其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已经是一种

共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西医采用“堵”、中医采用“疏导”的方式也并非新论，但就目前中医的处境来看显然并不乐观。

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果说科学每前进一步，迷信总会退后一步，但哲学总要跟进一步，甚至有优先发展的必要性，那么，将来并非

是西医“吃掉”以哲学运思方式为特征的中医，而是西医越发展，中医也就会越繁荣——关键在于体现出其特色。由此，我们只有

本着科学精神而非科学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传统医学乃至传统文化，才能找到其新的增长点。  

  

存档文本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